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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续 与 断 裂

———固义村 “捉黄鬼” 信仰活动变迁

焦　 洋

　 　 〔摘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河北南部邯郸市武安县固义村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引起

了当地民俗学者的注意ꎬ 华北这个普通乡村内的民间宗教活动得以展现在大众视野中ꎮ 随后ꎬ
固义村元宵节期间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中ꎬ 成为 “北

方现存的最古老傩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在固义村民口中ꎬ 村内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有

着 “悠久” 的历史ꎬ 但实际上ꎬ 此项活动并未有任何档案资料的记载ꎬ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还

曾因政治运动一度被中止ꎬ 直至 ８０ 年代末期方才恢复ꎬ 这背后反映出的变化值得深思ꎮ 考察

固义村元宵节期间 “捉黄鬼” 活动所展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ꎬ 可以看出清末到当代中国华北

一个普通乡村内宗教活动的变迁ꎬ 及其所反映的民间宗教活动与权力变迁之间的关系ꎮ
　 　 〔关键词〕 　 “捉黄鬼”ꎻ 华北乡村ꎻ 傩戏ꎻ 黄河文化ꎻ 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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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 «燕赵都市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 «武安固义村的傩戏 ‹捉黄鬼›» 的文章ꎬ 报道了位于河北南部

的一个小村子———固义村在正月十五期间村民自发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ꎮ 文章写道ꎬ 正月十五临近天亮之时ꎬ 大鬼、
二鬼与跳鬼 “在手持柳棍的村民簇拥下开始在村里村外踏边”ꎬ 寻找在村内作祟的黄鬼ꎬ 负责将 “黄鬼” 捉住并游街ꎬ
最后将其驱赶至村边的空地上接受 “阎王” 的审判ꎮ①在接受审判之前ꎬ 活动中负责沟通不同界域的 “掌竹” 开始念词ꎬ
细数 “黄鬼” 犯下的罪行ꎬ 最终ꎬ “黄鬼” 被 “阎王” 判以剥皮抽肠的极刑ꎮ “黄鬼” 被处刑之后ꎬ 固义村村民们开始

举行各类节庆活动ꎬ 如旱船、 秧歌、 打拳等ꎬ 庆祝新一年的到来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文章最后写到ꎬ 固义村举行的 “捉黄

鬼” 活动 “虽然是一出沿街演出的哑剧” “一段民俗表演”ꎬ 但其 “最早出现在夏商时期ꎬ 距今已有 ３０００ 年历史ꎮ 􀆺􀆺
是古老的黄河文化的重要遗存”ꎮ②然而实际上ꎬ 即便是参与活动的村民也不能肯定 “捉黄鬼” 活动出现的时间ꎬ 只能含

糊地表示家中长辈还在世时ꎬ 村里便一直举行这个活动ꎬ 但又回忆ꎬ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到 ６０ 年代ꎬ 村中的 “捉黄鬼” 活动

一度被中止过ꎬ 直至 ８０ 年代后期ꎬ 这项活动才恢复ꎬ 至于被恢复的契机为何ꎬ 村民并不知晓ꎮ③在当今的固义ꎬ 随着社

会环境的改变ꎬ “捉黄鬼” 活动已不再具有最初的宗教性意味———驱逐邪恶ꎬ 祈求丰收与平安ꎬ 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为吸

引观光者而进行的民俗表演活动ꎮ 同时ꎬ 对于参与其中的固义村村民来说ꎬ 与其说是仪式的参与者ꎬ 不如说是活动的表

演者更为恰当ꎮ④那么ꎬ 这项作为古老黄河文化遗存的 “捉黄鬼” 活动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 其中是否有过变化?
在这些变化背后ꎬ 又蕴藏了哪些被我们所忽视的事实?

关于武安固义 “捉黄鬼” 活动的研究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分析 “捉黄鬼” 活动的性质ꎬ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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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彼时民俗学者对于此项活动的关注重点ꎮ 作为 “捉黄鬼” 活动的首位研究者ꎬ 杜学德在文章与论著中对此进行了描

述、 分析⑤ꎬ 但没有考证 “捉黄鬼” 活动的历史背景ꎬ 也没有借此来探讨华北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问题ꎮ 历史学者欧大

年在研究河北乡村仪式时提及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ꎬ 然而其研究内容大部分与杜学德相类似ꎮ⑥赵世瑜认为明清时

期ꎬ 在华北地区ꎬ 作为服务于 “社” 并将社区内家家户户包括进去的诸如 “捉黄鬼” 等信仰活动ꎬ 对于地方社会具有

一定的整合与凝聚作用ꎮ 赵世瑜并对 “捉黄鬼” 这一活动背后蕴含的功能进行了分析ꎬ 使隐藏在此之下华北乡村社会更

深层次的结构面貌得以展现出来ꎮ⑦但是ꎬ 赵世瑜没有分析清朝之后此项活动的发展变化ꎬ 也没有看到 “捉黄鬼” 这项

活动在新时代中所展现的特征ꎬ 以及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ꎮ 海外学者杨庆堃认为中国社会的宗教基本

可被划归为 “制度性宗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与非制度性的 “弥漫性宗教”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活跃在中国乡村内

的民间宗教活动属于缺乏系统组织机构与经过专业训练的神职人员的 “弥漫性宗教”ꎮ 此类宗教活动通常与人们的世俗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ꎬ 并散落在世俗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ꎬ 从而使其得以在急速变动的中国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ꎬ
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稳定性ꎮ⑧杜赞奇则从 “权力的文化网络”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的角度分析华北乡村地区的民间

信仰与宗教活动ꎬ 认为此类民间信仰活动同水利组织、 宗族等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共同维持着华北乡村社会的运行ꎮ⑨杨

庆堃与杜赞奇的研究均没有脱离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框架ꎬ 强调了权力和象征在复杂的文化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ꎮ⑩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ꎬ 本文将关注时间点置于清末至当代中国 (２０ 世纪初至八九十年代)ꎬ 通过分析晚清至当代中国

华北乡村社会中一个普通民间宗教活动的发展与变化ꎬ 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ꎬ 固义村所举行的民间宗教活动 “捉黄

鬼” 为何不见于地方志记载之中ꎻ 第二ꎬ “捉黄鬼” 这一活动出现了哪些变化ꎬ 其所能反映出来的延续性与断裂性为何ꎮ
由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率小ꎬ 社区间往来少ꎬ 转变缓慢ꎬ 相对孤立的地方性熟人社会ꎬ 故而人们多将

关注的目光集中于变化剧烈的城市地区ꎮ􀃊􀁉􀁓但毫无疑问的是ꎬ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才是中国社会文化构成的基石ꎮ 尽管自

清末到民初ꎬ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缓慢ꎬ 我们很难识别出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改变ꎬ 但中国的乡村社会确

实经历着一定程度的改变ꎬ 诸如具有现代意义的初等学校在农村社会出现ꎬ 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

会中士绅所扮演的角色ꎮ􀃊􀁉􀁔而当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一个崭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ꎬ 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诸如权力结构重塑等更

为剧烈、 迅速的改变ꎮ 尽管固义村 “捉黄鬼” 这一民间宗教活动的档案资料缺乏ꎬ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地方志与社会调

查的资料中ꎬ 来找寻此类民间宗教活动存在与传承的动机ꎬ 以及通过此类宗教活动乡土社会与权力阶层间的博弈ꎬ 同隐

藏在这些活动背后华北乡村社会的变迁ꎮ

一、 一个普通村庄的宗教活动——— “捉黄鬼”

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通常于农历正月十五举行ꎬ 每隔三年举行一次ꎮ 因活动中的戏本最早写于清朝末年ꎬ 故村

民将此活动上溯至清末ꎮ 在活动正式举行之前一年ꎬ 村内四个社 (南王户、 东王户、 刘庄户、 西大社) 派出成员组成委

员会 (通常是活动中的重要扮演者) 筹措经费ꎬ 并安排活动的具体执行情况ꎮ 之后ꎬ 在农历十二月初ꎬ 委员会成员到村

南的庙内将活动的主神——— “白眉三郎” ———请到村内的仙殿之中ꎬ 进行祭拜ꎮ 正月十四日下午ꎬ 活动的所有参与者装

扮起来ꎬ 绕行整个村庄一周ꎬ 谓 “亮脑子” (目的为确保第二天活动顺利进行)ꎮ 正月十五日凌晨ꎬ “大鬼” 与 “二鬼”
扮演者分别从村内的仙殿出发ꎬ 跨越火盆ꎬ 手持柳棍ꎬ 按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ꎬ 围绕村庄走一遍ꎬ 谓 “踏边”ꎮ 其

后ꎬ 两个探马按照相同的方向和顺序到村周围的其他庙内将龙王、 老奶等神明雕像共请至村内神庙中ꎬ 分列于白眉三郎

之旁ꎬ 称为 “迎神”ꎮ 请神事毕之后ꎬ 活动中各类节目参与者在村内街道依次摆开ꎬ 谓 “摆道子”ꎮ 之后ꎬ 在天色朦胧

时分ꎬ “大鬼” “二鬼” “跳鬼” 与 “黄鬼” 分别进入街道中间ꎬ 开始做勾引 “黄鬼” 的表演ꎮ “大鬼” 在前ꎬ “二鬼”
在后ꎬ “黄鬼” 处于中间畏缩不前ꎬ “跳鬼” 则前后跳动驱赶 “黄鬼”ꎮ 期间ꎬ 如有村民家内有病人ꎬ 或意欲驱逐屋内灾

邪ꎬ 可将 “黄鬼” 请入自家中ꎬ 再由 “大鬼” “二鬼” 与 “跳鬼” 将 “黄鬼” 驱逐出去ꎬ 意为家中灾疫已除ꎮ 如此ꎬ
进进退退ꎬ 往返三遍至午时ꎬ “大鬼” “二鬼” “跳鬼” 将 “黄鬼” 驱赶到村南空地搭建的审判台前ꎮ 在审判台上ꎬ 由掌

竹唱念词ꎬ 阎王对 “黄鬼” 进行审判ꎬ 最终 “黄鬼” 被处以剥皮抽肠之刑ꎮ 刑罚之后ꎬ 村民开始表演各类庆祝节目ꎬ
如花车、 武术、 旱船等ꎮ 到正月十六日ꎬ 此次活动的社首带领委员会成员先到村南举行祭祀虫蝻的仪式ꎬ 而后至村北进

行祭祀冰雨的仪式ꎮ 与此同时ꎬ 在村内ꎬ 村民们继续进行节目表演与赛戏活动ꎮ 正月十七日晨ꎬ 社首带领委员到村外南

边的奶奶庙进行完表仪式ꎬ 更换下届活动社首ꎬ 并将此次活动的收支结余转交至下届社首ꎬ 活动中角色的扮演者到社首

家里祝贺———谓 “过厨”ꎮ 至此ꎬ 固义村元宵节 “捉黄鬼” 活动结束ꎮ
虽然固义村村民称 “捉黄鬼” 活动历史悠久ꎬ 但是地方志中对于此项活动却没有确切的记载ꎮ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

会中ꎬ 想要传达世代累积的生活经验ꎬ 以及相关的生活活动ꎬ 文字并不是必需的媒介ꎬ 民间歌谣、 宗教活动等都可以用

来传情达意ꎮ􀃊􀁉􀁕即便到了今天ꎬ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ꎬ 不需要文字记载的传统习惯依然具有十分强大的效力ꎮ 对于这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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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ꎬ “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ꎬ 便成了人们生活中所谓的 “仪式”ꎮ􀃊􀁉􀁖这些仪式ꎬ 一些被记录了下来ꎬ 上升为

区域范围乃至国家祭典ꎬ 如邯郸圣井岗铁牌祈雨仪式等ꎬ 更多的是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社区内代际间传承ꎬ 没有文

字记录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中国的文字并不是从基层上发生的”ꎬ “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ꎬ 因此ꎬ 文字记录并不

能成为某项活动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ꎬ 尤其是在缺乏文字基础的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ꎮ􀃊􀁉􀁗在分析 “捉黄鬼” 等社区活动

时ꎬ 我们必须将视线转至活动本身ꎬ 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勾勒其轮廓ꎬ 从其所体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来探索

其本身的真实性ꎮ􀃊􀁉􀁘

如果要考察固义村 “捉黄鬼” 活动的源起及发展历史ꎬ 首先要了解历史上的固义村ꎮ 固义村现坐落于河北省南部邯

郸市三十公里以南的冶陶镇武安县ꎮ 明清时期ꎬ 武安县属彰德府ꎬ 民国时期ꎬ 政府废置府、 道等行政单位ꎬ 以区划分

县ꎬ 武安县被分为四区ꎬ 固义村属于第四区ꎬ 为河南省一部分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 ５０ 年代ꎬ 武安县被划入河

北省邯郸市ꎮ
武安县自明至民国时期ꎬ 共修有方志四次ꎬ 清朝时ꎬ 固义村第一次出现在 «武安县志» 之中ꎮ 彼时ꎬ 固义村名为

“顾义”ꎬ 属顾义里ꎬ 除此之外ꎬ 并没有关于固义村更多的描述ꎮ􀃊􀁉􀁚至民国时期ꎬ «武安县志» 中才开始出现关于固义村的

文献描述资料ꎮ 据记载ꎬ 彼时固义村位于猛虎河与南洺河之间ꎬ 紧邻通往武安县城的大路ꎮ 村内共有 ２５０ 户家庭ꎬ １０８４
名村民ꎬ 村民大部分为王、 马、 丁、 李四姓ꎬ 村内有 ３６ 公顷农业耕地ꎮ 大部分村民从事农业生产ꎬ 但由于村庄紧邻通

往县城的道路 (武邯马路)ꎬ 村内也开有若干小型旅店ꎬ 供过往旅客使用ꎮ １９３０ 年代末ꎬ 村内有一所初等学校ꎬ 共有 ５６
名学生ꎮ􀃊􀁉􀁛尽管成书于民国时期的 «武安县志» 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固义村ꎬ 其所提供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ꎬ 关于

“捉黄鬼” 这项活动更是没有任何记载ꎮ 那么ꎬ 为何有着 “悠久” 历史的 “捉黄鬼” 仪式却不见于 «武安县志» 之中?
一方面ꎬ 从 “捉黄鬼” 活动举行的范围上看ꎬ 由于没有出现联庄的现象ꎬ 因此可以将其定义为社区内的宗教信仰活

动ꎮ 社区内宗教活动的产生与发展ꎬ 与彼时的自然、 社会环境及村庄形态等密不可分ꎮ 从外观上看ꎬ 直至今日ꎬ 固义村

四周仍然以高高的围墙圈起ꎬ 东南西北围墙上各有一阁楼ꎬ 下面开有洞门ꎬ 至夜间洞门关闭后ꎬ 整个村子宛如一座堡

垒ꎬ 保护村内居民不受盗匪、 军队等外部势力袭扰ꎮ １９ 世纪晚期以来ꎬ 在频繁的地方起义与军阀战乱的影响下ꎬ 生活在

华北地区的农民们构筑起泥土堡垒以储存粮食ꎬ 躲避战乱ꎮ􀃊􀁊􀁒当入侵者进逼时ꎬ 无物可抢、 无所驻足、 无人可掳ꎬ 同时ꎬ
堡垒四角塔楼可内置枪手ꎬ 使其难以入侵ꎮ􀃊􀁊􀁓在这种不稳定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ꎬ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华北地区的

村社一直处于相对孤立与封闭的状态中ꎮ 这种状态一方面可以保证村社的安全与稳定ꎬ 另一方面使得这种地缘组织需要

一种集体性活动来达到凝聚社区的目的ꎮ􀃊􀁊􀁔这种活动通常带有宗教色彩ꎬ 旨在教化社区成员ꎬ 增加对参加成员的震慑力ꎬ
避免成员间的分裂ꎮ 同时ꎬ 也正是由于晚清时期华北乡村社会相对封闭的状态ꎬ 此项活动在村社范围内被代际传承着ꎬ
用以维持社区的秩序与稳定ꎮ

另一方面ꎬ 县志的修纂通常由当地官绅发起ꎬ 用以记录地区的历史、 现状ꎬ 有着一定的范式和体例ꎮ 从现存的县志

来看ꎬ 绝大部分地方志修纂于明清时期ꎮ 明永乐之后ꎬ 官方开始发布修志命令ꎬ 并附修志条例ꎬ 要求地方官遵行ꎻ 至清

康熙年间ꎬ 更是要求各省、 府、 州、 县勤修方志ꎮ􀃊􀁊􀁕但方志的修纂由于体例、 范式甚至经费等原因ꎬ 在内容上受到一定限

制ꎬ 只能记录对当地影响较大的事件与活动ꎮ 同时ꎬ 所载之事亦是经过地方官选择的ꎬ 而类似固义村 “捉黄鬼” 的活

动ꎬ 由于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ꎬ 往往不能登官修地方志的 “大雅之堂”ꎮ 到了民国时期ꎬ 国民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了一

系列破除迷信的运动ꎬ 这些扎根于乡村社会内部的民间宗教活动更是在官修地方志中消失了 “踪影”ꎮ 然而在传统中国

的乡土社会中ꎬ 习俗惯性根深蒂固ꎬ 固义村元宵节期间所举办的 “捉黄鬼” 活动虽然没有官方文字的记载ꎬ 但是对比其

在志书中的 “消失”ꎬ 与其在固义村内的存在、 发展、 一度中断以及恢复ꎬ 本身就是 ２０ 世纪初以来华北乡村社会变迁一

个很好的说明ꎮ

二、 “消失” 的仪式———固义村与 “捉黄鬼” 活动

虽然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并未见于 «武安县志» 之中ꎬ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在历史上的存在ꎮ􀃊􀁊􀁖官修方志

中ꎬ 记录了历史上武安县形形色色的庙宇与宗教活动ꎮ 成书于 １６２２ 年的 «武安县志»ꎬ 记载在明天启年间ꎬ 武安县共有

６９ 座大型庙宇ꎬ 到了清乾隆时期ꎬ 武安县内庙宇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ꎬ 至 １０２ 座ꎮ􀃊􀁊􀁗这些庙宇不仅规模恢宏ꎬ 还经常性

地进行翻修ꎮ 如县内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城隍庙ꎬ 仅明朝便翻修了 ６ 次ꎬ 至清顺治时期ꎬ 又重新修整了 ３ 次ꎮ􀃊􀁊􀁘除了对县内

的大型庙宇进行记载与描述外ꎬ 方志也记载了武安县许多小型庙宇、 神坛等ꎬ 以及县内每年举办的各种各样信仰祭祀活

动ꎮ 例如ꎬ 每年上元节时ꎬ 县内都会举办包含各种表演项目和娱神项目的赛会ꎬ 供人们祈祷、 祭拜、 游玩ꎮ􀃊􀁊􀁙故而ꎬ 志书

记载武安旧俗 “尚鬼ꎬ 多淫祀”ꎬ 南乡祭拜白马天神、 马奶奶神ꎬ 四乡多祭祀张爷等神祇ꎬ 这些民间神祇 “名目繁多ꎬ
不可殚记”ꎮ􀃊􀁊􀁚同时ꎬ “工商各业皆有专祀”ꎬ 且 “典礼隆重”ꎮ􀃊􀁊􀁛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武安县民间宗教信仰之兴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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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安县彼时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则直接影响着种类繁多的宗教庙宇与信仰的出现ꎮ 通常来说ꎬ 过去的官方资料ꎬ 诸

如地方志等ꎬ 会对当时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灾害进行记录ꎮ 比如ꎬ 修于民国时期的 «武安县志» 记录了彼时发生于

武安县的几次特大旱涝灾害ꎮ 这些灾害不仅毁坏了大量农田ꎬ 更是使得整个县几乎颗粒无收ꎮ 在此种状况下ꎬ 人们为了

生存ꎬ 不得不卖儿鬻女ꎬ 换取粮食ꎮ 特别是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 年)ꎬ 武安县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旱灾与蝗灾ꎬ 农民只能依靠

政府组织的救济机构提供的粮食存活下去ꎬ 许多农民丧生于此次自然灾害之中ꎮ􀃊􀁋􀁒除了这些记录于官方资料中的大型自然

灾害ꎬ 对于武安县的居民来说ꎬ 他们每年都会面临一些小型自然灾害的侵害ꎬ 这些灾害使得本就处于温饱线边缘的华北

乡村社会频繁遭受饥荒之苦ꎮ􀃊􀁋􀁓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明朝至民国时期 «武安县志» 所记载的自然灾害中ꎬ 最为惊心动魄的

是蝗灾ꎮ 相较于其他自然灾害ꎬ 蝗灾之所以引起农民的极度恐慌ꎬ 除了它们难以实施人为控制外ꎬ 还由于其能在短时间

内毁坏所有农田的收成ꎮ􀃊􀁋􀁔基于蝗灾对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损害ꎬ 帝国政府通常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来祭祀虫蝻

之神ꎬ 如祭祀虫神刘猛等ꎮ􀃊􀁋􀁕除了官方修建的虫蝻庙外ꎬ 地方村社也会组织力量修盖庙宇与祭坛来祭祀虫蝻之神ꎮ 在固义

村的 “捉黄鬼” 活动中ꎬ 便有祭祀虫蝻神的行为ꎬ “黄鬼” 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之一便是蝗旱灾害ꎮ 在此种自然环境的影

响下ꎬ 即便志书中未曾记载ꎬ 固义村内产生驱逐灾疫、 祈求平安与丰收的 “捉黄鬼” 活动也不足为奇ꎮ
此外ꎬ 在传统中国社会ꎬ 由于交通与信息的不发达性同行政体系的制约ꎬ 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掌握地方社会的动态ꎮ

明清时期ꎬ 地方上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是县ꎬ 而县所辖的不同村庄则以里甲的形式组织起来ꎮ 尽管从表面上看ꎬ 地方社

会看似是在统一皇权的控制之下ꎬ 但实际上由于官吏调任制度与选官制度的限制ꎬ 地方社会实际上是在胥吏差役、 乡村

士绅与宗教领袖的控制之下ꎮ 到了清朝ꎬ 由于人口的增加迅速 (四百年内增加近九千万人口)ꎬ 更是限制了中央皇权对

村庄的有效控制ꎮ􀃊􀁋􀁖这样看来ꎬ 虽然从表面来说ꎬ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受到源于横暴权力皇权的统治ꎬ 但是这样一个政权

不得不受到来自农业帝国的经济约束以维持自身的统治ꎮ 故而ꎬ 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上看ꎬ 这种皇权统治是松弛并且微弱

的ꎬ 甚至可以说是挂名的ꎮ􀃊􀁋􀁗在山高皇帝远的情形之下ꎬ 乡土居民通常将切身的公事让渡于从社会合作的角度衍生出的同

意权力ꎬ 以及基于社会继替过程中得出的教化权力来决定ꎮ􀃊􀁋􀁘

一个十分实际的例子是离武安县不远的定县ꎮ 清朝之时ꎬ 定县的县衙人员组成包括了一名知县、 一名典史、 一名巡

检、 一名县丞以及若干吏目ꎬ 这些少数的地方行政人员需要负责管理县内近两万人口ꎮ􀃊􀁋􀁙换句话说ꎬ 就实际情况来说ꎬ 定

县的知县只能控制县城内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与活动ꎬ 至于散布在县内其他遥远地区的村庄ꎬ 根本无暇顾及ꎮ 与此同

时ꎬ 从 １９０１ 年至 １９２８ 年ꎬ 定县的知县 (县长) 频繁更换ꎬ ２８ 年之中更换了 ２５ 位ꎮ􀃊􀁋􀁚这从侧面说明了ꎬ 在传统的乡土社

会中ꎬ 许多普通村庄是依靠其自身的权力结构在进行日常的运作ꎬ 其中便包括了宗教领袖及其所组织的各种民间宗教信

仰活动ꎮ 有趣的是ꎬ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皇权统治的明清时期ꎬ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代时期也依然如此ꎮ
与定县类似ꎬ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武安县内ꎮ 民国时期ꎬ 武安县内共有 ４５ 名警察负责维护县内的公共秩序ꎬ 而整

个武安县的面积却超过了 ２０００ 公顷ꎮ􀃊􀁋􀁛换言之ꎬ 这 ４５ 位警察需要负责维持散布在县内的所有村庄的秩序ꎬ 而就 «武安县

志» 的记载来看ꎬ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 １９３０ 年代ꎬ 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并改进了里甲制ꎬ 但

从实际实施的情况来看ꎬ 由于彼时频繁的战乱与地方冲突ꎬ 除了在其有效统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ꎬ 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

通过此种改革有效地控制中国范围内的每个地方ꎬ 更不用说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村庄ꎮ􀃊􀁌􀁒可以说ꎬ 从明清至民国时期ꎬ 中国

传统的乡土社会自有一套运行法则ꎬ 民间宗教信仰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ꎮ 事实上ꎬ 直到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前ꎬ 中国的乡村社会中ꎬ 民间宗教信仰及活动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ꎮ􀃊􀁌􀁓这从国民政府在废除乡村社会中的封建活动

时所遭遇的巨大阻力中可以看出ꎮ １９２８ 年ꎬ 为了限制民间宗教活动之于地方社会的影响ꎬ 武安县政府拆除了一部分庙

宇ꎬ 禁止了一部分民间宗教活动的举行ꎬ 但是在村庄内ꎬ 各种小的庙宇、 神坛依旧存在ꎬ 各种宗教活动依旧活跃ꎮ 最

终ꎬ 在县内民众的抵制下ꎬ 县政府不得不恢复了一部分庙宇与民间宗教活动ꎮ􀃊􀁌􀁔故而ꎬ 尽管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县志未曾提

及固义村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ꎬ 但至少在 ２０ 世纪早期ꎬ 政治环境便已经为河北乡村居民组织宗教活动创造了条件ꎮ􀃊􀁌􀁕

与此同时ꎬ 对于固义村来说ꎬ 通过类似 “捉黄鬼” 的宗教活动ꎬ 其内部得以产生内在的联系与互动而成为一个时而

松散时而紧密的有机体ꎬ 使村社内的权力组织得以运行ꎮ􀃊􀁌􀁖与南方发达的宗族村落不同ꎬ 华北平原上大部分是由多姓组成

的村落ꎬ 除少数单姓村落外ꎬ 有时即使村内有一定规模的宗族组织ꎬ 也不能如同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那样在

乡土社会发挥管理与控制职能ꎮ􀃊􀁌􀁗曾任清朝刑部江南司郎中ꎬ 后升任广东惠州府知府的直隶武强县人张渠ꎬ 在 «粤东闻见

录» 一书中称ꎬ “吾乡乃邦畿之地ꎬ 以卿大夫而有宗祠者尚寥寥无几ꎬ 其尊祖睦族之道反不如瘴海蛮乡ꎬ 是可慨也”ꎮ 由

此可见ꎬ 在华北平原上的乡村社会中ꎬ 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普遍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ꎬ 以血缘

为基础的社会是稳定的ꎬ 缺乏变动的ꎬ 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ꎬ 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意义上的差序ꎬ 即年长的对年幼的具

有强制的权力ꎮ􀃊􀁌􀁙这种年长对年幼的强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组织内部的团结与稳定ꎮ 相对地ꎬ 在华北地区的传统乡

土社会中ꎬ 血缘组织并不占优势ꎬ 地缘单位也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ꎬ 故需要一种集体性的活动来巩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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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凝聚力ꎬ 由此诞生了各种民间宗教活动来限制地缘社区内成员间因生产、 生活而起的冲突与竞争ꎬ 并以此为一种权力

方式来保证地缘村落得以运行ꎮ 这些民间宗教活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ꎬ 不仅具有巫术支持实际农作活动的作用ꎬ 而且

社区的成员们对于这些宗教活动往往带有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行的信念ꎬ 从而使村社内部得到凝聚ꎬ 如固义村村民们认为

“不参加祭祀演出ꎬ 在新的一年里本人和家庭都不吉利ꎬ 不顺畅ꎬ 甚至还会出事”ꎮ􀃊􀁌􀁚综上可以看出ꎬ 固义村元宵节期间

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 “消失” 于明朝到民国时期 «武安县志» 之中ꎬ 可能是由于此种民间宗教活动多 “附会流俗”ꎬ
故而 “祀典不载”ꎮ􀃊􀁌􀁛但县志中记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庙宇与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ꎬ 却从侧面说明了彼时民间宗教信仰及

其活动在武安县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 无论是从外部的自然与政治环境ꎬ 还是村社内部的权力作用角度来看ꎬ 类

似 “捉黄鬼” 的民间宗教活动在华北的乡土社会中自有其活跃的土壤ꎬ 我们无法仅因其缺乏文献资料记载便否认这一活

动在固义村代际传承的可能性ꎮ

三、 “存在” 过的仪式——— “捉黄鬼” 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尽管从明朝到民国时期的 «武安县志» 并没有关于固义村 “捉黄鬼” 活动的相关记载ꎬ 但是从 “捉黄鬼” 这一活

动本身所展现出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来看ꎬ 我们可以确认此项活动确如固义村村民所说ꎬ 其在村内有着一定代际传承的历

史ꎮ 由于 “捉黄鬼” 活动的核心在于对 “黄鬼” 的驱逐与审判ꎬ 因此弄清 “黄鬼” 这一角色在活动中所代表的象征含

义ꎬ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活动的延续性与断裂性ꎮ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ꎬ 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ꎬ 建立在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之上ꎬ 即这一事物或者行为会在大多

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ꎮ􀃊􀁍􀁒若要多数人认同同一象征具有同一的意义ꎬ 则要求他们必须处在相似的环境中ꎬ 有着相同的经

历ꎮ􀃊􀁍􀁓在固义村 “捉黄鬼” 活动中ꎬ “黄鬼” 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象征含义ꎬ 其一是诸如蝗灾、 旱灾等自然灾害的代表ꎬ 另

一种含义则是代表了不孝顺父母的子女ꎮ􀃊􀁍􀁔 “黄鬼” 的第一种象征含义ꎬ 展现了此项宗教活动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所

具有的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作用ꎬ 同时也蕴藉了这一活动举行的初衷与最主要目的: 驱除灾疫、 祈求神明保佑村内来年

丰收与平安ꎮ “黄鬼” 所代表的另一种含义———不孝之人ꎬ 则表现了这一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教化权力影响所发生的

转变ꎮ
首先来看 “黄鬼” 的第一层象征含义———蝗旱等自然灾害ꎮ 此种象征意义的出现与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ꎮ 有研究表示ꎬ 从晚明开始ꎬ 直至清初ꎬ 北半球的气候相比更寒冷一些ꎮ􀃊􀁍􀁕彼时ꎬ 台风频繁袭击中国南部的广东

地区ꎬ 中国的北方地区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干旱ꎮ􀃊􀁍􀁖在此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下ꎬ 蝗灾与饥荒相继出现在华北地区ꎬ 使得绝大

多数生活在华北平原的农民一直徘徊在最低温饱线边缘ꎮ 仅在明嘉靖一朝ꎬ 华北地区便出现了 ２９ 次大规模的自然灾

害ꎮ􀃊􀁍􀁗根据修于明清时期的 «武安县志» “灾祥志”ꎬ 同一时段武安县也遭受到数次大规模的蝗灾与旱涝灾害的袭击ꎮ􀃊􀁍􀁘

毫无疑问ꎬ 处于武安县南部的固义村也遭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ꎮ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ꎬ 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ꎬ 当

灾害来临时ꎬ 人们通常会祈求神明庇佑来度过这一艰难时期ꎬ 这也是巫术在支持农业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ꎮ 因此ꎬ 在

“捉黄鬼” 活动中ꎬ “黄鬼” ———象征着旱灾与蝗灾等自然灾害———最终被 “大鬼” “二鬼” 和 “跳鬼” 捉住ꎬ 并被送

至阎王ꎬ 处以剥皮抽肠之刑ꎬ 象征了厄运与灾害最终被神明从固义村驱逐ꎬ 村民们的生活得以平安ꎮ 今天ꎬ 虽然巫术对

农业生产的支持作用已无复当初ꎬ 但在 “捉黄鬼” 活动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此种象征寓意ꎬ 如驱逐 “黄鬼” 依然是为

了来年土地有个好收成ꎬ 即便粮产已不是固义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ꎻ 同时ꎬ 活动中 “黄鬼” 可被要求进入需要驱逐疫

病的村民家中ꎬ 而当其从村民家中被驱逐出去则代表了厄运和疫病从此户人家中被驱逐ꎬ 因此ꎬ “黄鬼” 这层象征寓意

可体现 “捉黄鬼” 这一活动的延续性ꎮ
此外ꎬ 在 “捉黄鬼” 活动中ꎬ “阎王” “掌竹” 等主要角色的扮演者为家庭所继承ꎬ 活动中所用的道具、 面具等也

是从长辈手中传承下来的 (虽然在 １９８７ 年被恢复以后ꎬ 部分面具遭到了严重的损毁)ꎬ 此种继承关系也可被视为此项活

动所具有的代际延续性ꎮ􀃊􀁍􀁙另外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活动中象征着灾害与厄运的 “黄鬼” 的扮演者ꎬ 总是由乞丐或者外村

人来担任ꎬ 而非由固义村村民出演ꎬ 以前在演出结束后付给扮演者一些干粮ꎬ 现在是直接付与扮演者一些补助费ꎬ 这也

是此项活动延续性一个十分有趣的证明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从过去到现在ꎬ 固义村 “捉黄鬼” 这一活动的举行均与经济活动的影响密不可分ꎮ 元末ꎬ 由于战争

的影响ꎬ 中国北方地区人口骤减ꎬ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ꎮ 明初ꎬ 新建的皇权政府开始人为地迁徙民众到饱受战乱影响

的地区垦荒ꎬ 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家族成员ꎬ 还带来了习俗与他们崇拜的神灵ꎮ􀃊􀁍􀁚固义村村民称其祖先就是明朝时从山西

洪洞县迁徙而来ꎮ 到了清朝ꎬ 康熙、 雍正皇帝相继颁布赋税政策ꎬ 华北地区的人口呈急剧增长态势ꎬ 故而同中国南方地

区ꎬ 特别是华南地区的宗族村落相比ꎬ 在华北乡土社会中ꎬ 多姓村落与分散的小农经济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ꎮ􀃊􀁍􀁛因此ꎬ 民

间宗教活动出现在北方乡土社会之中ꎬ 用于巩固群体内的凝聚力ꎮ􀃊􀁎􀁒而在华北地区的传统乡土社会中ꎬ 农业生产频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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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的影响ꎬ 人们为了祈求粮产的丰收不得不借助神明庇佑ꎬ 因此在 “捉黄鬼” 活动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 “黄鬼”
所代表的最初象征含义背后的经济因素的驱动ꎮ 此外ꎬ 华北平原的冬季ꎬ 由于干旱、 少雨ꎬ 农作物的生长受到限制ꎬ 人

们通常在此时不事生产ꎮ 志书曾载ꎬ 武安居民多 “勤劳业务”ꎬ 终年在田间劳作ꎬ “无敢休息”ꎬ “惟至旧历正月ꎬ 新年

甫过ꎬ 农事未兴”ꎬ 居民 “无所事事”ꎬ 因而 “多寻娱乐”ꎬ “歌舞酬神”ꎬ 其中多有 “高跷、 竹马、 彩船、 武术、 秧歌”
等ꎬ “皆农民自相扮演ꎬ 且行且歌”ꎬ 虽花费财资甚巨ꎬ “亦所不计”ꎮ􀃊􀁎􀁓由此可以看出ꎬ 只有在农闲之时ꎬ 武安县居民才

会举行酬神娱乐之赛会ꎬ 与固义村 “捉黄鬼” 活动举行的时间相一致ꎮ 综上可以看出ꎬ 与经济因素相联系是 “捉黄鬼”
这项活动最初出现的动力ꎬ 也是此项活动得以延续下去的缘由ꎮ

到了当代中国ꎬ 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影响下ꎬ 乡土社会的权力组织屡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土改前基层保

甲长ꎬ 转向由选举产生的政治觉悟与积极性较高的贫苦村民ꎬ 再转向改革开放后可以带领农民走向市场经济的村民ꎬ 而

后转向当代村内相对有经济基础的村民ꎮ 在此种剧烈变迁的影响下ꎬ 尽管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中断过一段时间ꎬ 但

重新恢复后ꎬ 其举行的驱动力———与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活动相联系———并没有改变ꎬ 只是以回到过去的形式与当

下社会环境相联系ꎬ 建立起这项活动的合法性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ꎬ 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社会ꎬ 并逐渐成为人们行为的

风向标ꎮ 同时ꎬ 受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民俗学主义的影响ꎬ ９０ 年代ꎬ 中国学者同地方政府开始共同挖掘乡村

社会中残存的习俗文化ꎬ 赋予其新的民俗学面貌ꎬ 来扩大当地文化与经济的影响力ꎮ􀃊􀁎􀁔由此ꎬ 地方上兴起了种种民俗活

动ꎬ 吸引游客ꎬ 拉动当地经济ꎬ 经济因素对此类活动的驱动不可小觑ꎮ 此外ꎬ 尽管到了当代ꎬ 农业生产活动已不再是固

义村村民的唯一生活来源ꎬ 但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希冀粮产丰收的传统依然存在ꎬ 故而经济因素的驱动一直在延续着ꎮ
而这种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延续性———希冀粮食生产丰收ꎬ 也可以看作是新时代出现的一种断裂

———通过学者的直接参与、 民俗知识的普及ꎬ 活动发生了变异ꎮ
与 “黄鬼” 所代表的最初含义相比ꎬ 另一层象征寓意: 不孝子女ꎬ 则可被视为 “捉黄鬼” 活动的一种断裂ꎮ 如上

所述ꎬ 明清时期ꎬ 高高在上又相对遥远的统治阶层既希望通过宗教活动对基层的乡土社会ꎬ 尤其是相对偏远的乡土村落

加以控制ꎬ 同时又忌惮非正统宗教信仰及其活动的发展对其统治产生不利的影响ꎬ 故而统治阶层需要通过不断灌输正统

儒家观念的 “德”ꎬ 即使用教化的权力ꎬ 来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ꎬ 并约束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行为ꎮ 但是这种来

自中央政权所提倡的作用于个人身上的 “德” 的权力ꎬ 与民间宗教信仰中希冀借此度过危机的 “灵” 的权力并不一致ꎬ
有时甚至相互违背ꎬ 这从民间宗教信仰并不为地方士绅所提倡这一点便可看出ꎮ􀃊􀁎􀁕活动中 “黄鬼” 所代表的这一层寓意

与其最初的寓意———蝗旱等灾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ꎬ 更多强调的是传统社会中村民应该遵守的秩序ꎬ 以及需要培养的

德性ꎮ􀃊􀁎􀁖

尽管修于民国时期的 «武安县志» 记载固义村靠近通往县城的道路ꎬ 但是在 １９２１ 年武邯马路修筑成功之前ꎬ 其仍

然是一个相对偏远、 封闭的传统村庄ꎮ 不仅固义村的位置相对偏远ꎬ 整个武安县在明清时期均属于 “偏远之区”ꎬ 其

“居乱山之中ꎬ 冈陵坡陀ꎬ 道途险隘”ꎬ 县内 “俗陋民愚”ꎬ 因而多 “迷信神权”ꎮ􀃊􀁎􀁗同时ꎬ 方志记载直至民国时期ꎬ 固义

村仍有百分之九十的村民以农业生产为生ꎮ 对于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普通村民来说ꎬ 通过宗教活动中的戏曲表演ꎬ 如

«杨家将» 宣扬忠君的戏目ꎬ 可以培养其对于权力的敬畏之感ꎬ 以达到社区稳定的目的ꎮ􀃊􀁎􀁘因此ꎬ 在固义村 “捉黄鬼” 活

动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 «长坂坡» 等表达忠义思想的戏文ꎬ 也可以看到 “黄鬼” 所代表的另一层象征寓意———不肖子孙

———所展现出来的建筑在教化权力基础上的儒家思想ꎮ 这种对于 “德” 与 “孝” 的强调ꎬ 意为 “无违”ꎬ 即承认年长者

的权力ꎬ 可被视为维持乡土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ꎮ􀃊􀁎􀁙然而对于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来说ꎬ 这种教化权力附加的另一

层象征寓意ꎬ 使得活动最初祛除灾疫、 祈求丰收顺遂的目的产生了名实之间的分离ꎬ 展现了其中的断裂性ꎮ􀃊􀁎􀁚而这种断裂

性在随后的社会变迁中产生了进一步的分离ꎮ
在民国时期ꎬ 尽管没有直接的文字资料证明ꎬ 但是从彼时武安县宗教场所与宗教活动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中ꎬ 我们

可以看到ꎬ 民主与科学观念开始渗入地方乡村社会ꎬ 对 “捉黄鬼” 活动产生了影响ꎮ􀃊􀁎􀁛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是在河北定

县ꎮ 彼时ꎬ 定县县长孙绪发开始着手清除县内的封建迷信活动ꎬ 并将一些宗教庙宇改为行政办公地点或者初等学校ꎮ 到

了 １９２８ 年ꎬ 定县的庙宇由原来的 ４３５ 座减少到 １０４ 座ꎬ 这种变化显示出新的行政力量之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响ꎮ􀃊􀁏􀁒与之

相类似ꎬ 成书于 １９４０ 年代的 «武安县志» 也对国民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造活动进行了记录ꎮ 县志载ꎬ 早在 ２０ 世纪

初ꎬ 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知识教育的官员便开始将武安县的庙宇改为警察署与初等学校ꎮ 如民国初年ꎬ 武安县政府将县内

的关帝庙改成初等小学ꎬ 妙觉寺改为女子小学ꎬ 东岳庙改为初等中学ꎬ 此外ꎬ 还将火神庙改建成警察署ꎮ􀃊􀁏􀁓同时ꎬ 县政府

停止举行一些宗教活动ꎬ 如农历春节时禁止举行赛会ꎬ 祭祀城隍等宗教活动亦被取消ꎮ􀃊􀁏􀁔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得知 “捉黄

鬼” 受到的影响ꎬ 但是亦无法否认在如此社会环境之下ꎬ 这项活动没有产生一定的名实分离ꎮ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５ 年ꎬ 日本对

于中国北方的占领与控制ꎬ 同样削弱了地方社区的传统ꎮ 一些村庄内寺庙只在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３８ 年间举行过节日庆典ꎬ 同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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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常将庙宇改造成军营ꎬ 导致宗教场所的毁坏与宗教活动的中止ꎮ􀃊􀁏􀁕１９４５ 年爆发的国共内战ꎬ 使得原本凋敝的村社ꎬ
继续被破坏ꎮ

到了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 在新政权开展的政治与思想运动的影响下ꎬ 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

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ꎮ ５０ 年代ꎬ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开展了从上而下的思想和组织运动ꎬ 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结

构ꎬ 如设立村民委员会ꎬ 改变了原来的乡村权力结构等ꎻ 同时ꎬ 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共产主义思想观也随之渗入乡土

社会中ꎮ 在这些运动的影响下ꎬ 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 “封建” 思想观念需要被破除ꎬ 还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唯

物主义世界观􀃊􀁏􀁖ꎬ 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首当其冲ꎮ 此种风气在 ６０ 年代后期的 “文化大革命” 运

动中达到顶峰ꎮ 尽管一些处于偏远地区的乡村社会依然存有诸如算命、 端午节赛龙舟等活动ꎬ 但总体来说ꎬ 各种带有宗

教色彩的活动在这个时期均被彻底中止ꎮ􀃊􀁏􀁗据固义村村民回忆ꎬ 村内的庙宇在此时期遭到了毁坏ꎬ 而 “捉黄鬼” 活动也

在这个时期被中止ꎮ􀃊􀁏􀁘

这种时间上的断裂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ꎮ 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ꎬ “过时” 的 “捉黄鬼” 活动虽然得以恢复ꎬ
却产生了新的变化ꎮ 当活动被恢复之时ꎬ 虽然面具、 服饰等道具保存了下来ꎬ 但是已经严重损毁ꎬ 村民们不得不根据老

年人的回忆重新制作了一套新的面具ꎮ􀃊􀁏􀁙其后ꎬ 在当地民俗学者的帮助下ꎬ 此项活动不仅被宣之于文章ꎬ 成为北方知名的

民俗活动ꎬ 更是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此时的固义村 “捉黄鬼” 活动不仅改变了其举办时间ꎬ 由三年一次改为不定

期举行ꎬ 在新任县领导到任时ꎬ 村民们还会应要求举行ꎻ 同时ꎬ 活动的一些组织者已经搬到城市生活ꎬ 只有在举行活动

时才会回到村内ꎬ 对他们来说ꎬ “捉黄鬼” 不再是为了生产、 生活ꎬ 而是变成了表演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活动的主要目的

也发生了改变ꎬ 从驱逐灾疫、 祈求丰收到表演仪式以吸引民俗爱好者ꎬ “捉黄鬼” 从 “封建迷信活动” 摇身一变为 “民
俗文化”ꎬ 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的一种文化资本ꎮ “捉黄鬼” 活动的断裂性反映出来的是乡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中央政权通过政治、 经济与思想三个方面得以将其权力触角彻底深入乡土社会之中ꎮ􀃊􀁏􀁚综上可以看出ꎬ 在当代ꎬ “捉黄

鬼” 活动看似与过去有着一定的继承性ꎬ 但实际上ꎬ 原来的传统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生活ꎬ 这种名实之间的分离

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增加ꎮ

四、 小结

固义村首次出现在地方志中是在清乾隆年间ꎮ 彼时ꎬ 固义村写作 “顾义”ꎬ 行政区划上属顾义里ꎮ􀃊􀁏􀁛同时ꎬ 方志载顾

义里过去被称为 “在洛”ꎬ 下面囊括了牛围头、 张家庄与顾义等村ꎮ 尽管清朝所修的 «武安县志» 没有对顾义进行详细

的描述ꎬ 但是记录了彼时武安县没有充裕的水井ꎬ 村民们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挑水进行农业灌溉一事ꎬ 从侧面说明了武安

县干旱、 无常的自然环境ꎮ􀃊􀁐􀁒在此种自然环境的影响下ꎬ 宗教活动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ꎮ 到了民国

时期ꎬ «武安县志» 对固义村有了更为详尽的记载ꎬ 不仅记录了固义村的人口数量、 土地以及交通等情况ꎬ 更是对村内

村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进行了记录ꎮ 虽然此时方志中对于固义村的描述丰富了起来ꎬ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关于 “捉黄

鬼” 这一宗教活动的相关信息ꎮ
尽管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 “消失” 于方志中ꎬ 但是志书却记录下彼时武安的风俗ꎬ “春秋而降ꎬ 淫祀渐兴ꎬ 巫

觋迭起”ꎬ 虽历代名贤 “立辟谬妄ꎬ 卒不能禁”ꎬ 甚至乡间士绅大夫亦为之所惑ꎮ􀃊􀁐􀁓此外ꎬ 书中亦载武地居民常祀各路神

祇ꎬ 乡间有 “关帝、 龙神、 药王、 文昌、 土地等”ꎬ 其 “名目繁多ꎬ 不可殚记”ꎬ 但因这些民间神祇大多 “附会流俗”ꎬ
故志书 “祀典不载”ꎮ􀃊􀁐􀁔由此可见ꎬ 彼时武安风俗 “尚鬼”ꎬ 不仅县城 “每年清明、 七月十五、 十月朔” 等有神明出巡ꎬ
城乡士民皆 “提灯送迎”ꎬ 乡间也会祭祀各种神祇ꎬ 如白马天神、 马奶奶等ꎬ 乡民家中更是祭有 “家堂、 天地、 灶王、
钟魁 (馗)、 门神、 马王等”ꎮ􀃊􀁐􀁕故而ꎬ 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未见于志书中ꎬ 大抵因其在传统帝国时期被视为 “淫
祀”ꎬ 同时因其与志书内容体例不甚相符ꎮ 但在彼时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ꎬ 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此种民间宗教活动

的存在ꎮ
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政治运动一度被中止ꎮ 到了 ８０ 年代末期ꎬ 随着此项活动被当地民

俗学者发掘ꎬ 引来了全国的关注ꎮ 其后ꎬ 此项活动更是被称为 “北方最古老的傩戏” 而闻名遐迩ꎮ 虽然志书中未曾记载

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ꎬ 但其活动本身所展现出的延续性与断裂性ꎬ 便是 “捉黄鬼” 活动在固义村一直被代际传承

的证明ꎮ 从当代举行的 “捉黄鬼” 活动来看ꎬ 其延续性表现在活动本身、 参与活动的人、 活动的目的等方面的延续ꎮ 但

同时ꎬ 这一活动又有着显著的断裂性ꎬ 表现在当代活动举行的时间、 活动参与者的生活轨迹ꎬ 以及活动作用的变化上ꎮ
这些变化使 “捉黄鬼” 本身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去除灾疫、 祈求丰收平安的信仰活动转变为当代民俗爱好者的

经济文化行为ꎮ 同时ꎬ 活动中的一些 “迷信” 行为被去除ꎬ 活动更加符合当代政权对民俗活动的规范ꎮ 从固义村 “捉黄

鬼” 活动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随着乡土社会的改变ꎬ 信仰活动所发生的变化ꎬ 同时可以从中看出民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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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与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ꎮ
从晚清到民国ꎬ 通过影响民间宗教信仰活动ꎬ 建立在横暴权力基础上的中央政权一直试图深入由教化权力和同意权

力共同作用下的乡土社会ꎬ 但真正实现这一目的的却是在剧烈社会变迁中所出现的时势权力———中共政权所建立的政

府ꎬ 这种时势权力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直接将触角深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之中ꎮ􀃊􀁐􀁖而对于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ꎬ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ꎬ 总是能通过民间宗教活动及活动所产生的影响ꎬ 与中央权力进行协商ꎮ 在当代中国ꎬ 尽管固义村

的 “捉黄鬼” 活动被民俗学者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新定义ꎬ 并赋予了新的身份———民俗文化ꎬ 但对于固义村村民来说ꎬ
他们依旧可以通过这种 “被发明的传统” 来获得关注与利益ꎬ 同时ꎬ 亦可通过此种活动来与当地政府进行另一种形式的

互动ꎮ 由此可见ꎬ 无论是在传统帝国时期还是近现代民主政权时期ꎬ 固义村的 “捉黄鬼” 活动都不可同国家权力、 社会

环境割裂开ꎬ 即便此类宗教活动在官方资料中 “时隐时现”ꎮ 这种在社会变迁中被保存下来的民间宗教活动ꎬ 作为一种

文化手段或方式使乡土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得以游离、 周旋于统治者的文化权力之外ꎬ 并通过其延续性与断裂性在历史长

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ꎮ

① ② «武安固义村的傩戏 ‹捉黄鬼›»ꎬ «燕赵都市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 / ２００８ － ０２ － ２３ /
０２５８１３４５９７７２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ꎮ

③ 根据作者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于固义村对活动中 “阎王” 扮演者李姓村民的采访ꎮ 采访时ꎬ 李姓村民已过不惑之年ꎬ
据其回忆ꎬ 其祖辈父辈一直是活动中 “阎王” 的扮演者ꎬ 在活动恢复后ꎬ 此角色传给他继续扮演ꎮ

④ “捉黄鬼” 活动表演的性质在后文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ꎬ 如活动周期不再由社首及组成的委员会决定ꎬ 而有

时是由当地的干部决定ꎮ 同时ꎬ 村内黄鬼基本由外村人扮演ꎬ 日挣 ５０００ 元工资ꎮ «扮演傩戏 ‹捉黄鬼› 的黄鬼演员

日挣 ５０００ 元ꎬ 钱 再 多 当 地 人 也 不 扮 演 »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ｋ􀆰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４２６０５３８３５ ＿
１７ｆ０５ｃｃｃｂ００１００３ｓｃｎ􀆰 ｈｔｍｌ? ｃｒｅ ＝ ｔｉａｎｙｉ＆ｍｏｄ ＝ ｐｃｐａｇｅｒ＿ ｃｈｉｎａ＆ｌｏｃ ＝ ３７＆ｒ ＝ ９＆ｄｏｃｔ ＝ ０＆ｒｆｕｎｃ ＝ １００＆ｔｊ ＝ ｎｏｎｅ＆ｔｒ ＝ ９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ꎮ

⑤ 杜学德: «武安傩戏»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ꎻ 杜学德: «巫傩文化的奇葩———武安傩戏»ꎬ «百科知识»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ꎻ 杜学德: «武安固义的社火傩戏 ‹捉黄鬼›»ꎬ «节日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ꎻ 杜学德、 林兵: «固义古村与

社火傩戏———寻访河北古村古镇 (四十一)»ꎬ «当代人»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ꎻ 杜学德: «冀南巫傩文化概述»ꎬ 祭礼􀅰傩

俗与民间戏剧———􀆳 ９８ 亚洲民间戏剧民俗艺术观摩与学术研讨会论文ꎬ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ꎻ 杜学德: «固义大型傩戏 ‹捉黄

鬼› 考述»ꎬ «中华戏曲»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ꎻ «冀南固义大型傩戏 ‹捉黄鬼› 述略»ꎬ «民间文学论坛» 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ꎮ
⑥ 􀃊􀁌􀁕 􀃊􀁏􀁕 􀃊􀁏􀁙 范丽珠、 欧大年: «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８６ － ８９、 ７６ － ７７、

６８、 ８８ 页ꎮ
⑦ 赵世瑜: «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 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ꎬ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

间社会»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２３１ － ２５８ 页ꎮ
⑧ 􀃊􀁋􀁕 􀃊􀁌􀁓 􀃊􀁌􀁖 􀃊􀁏􀁔 􀃊􀁏􀁖 Ｃ. Ｋ. Ｙａｎｇ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１ꎬ ｐｐ􀆰 ２０ － ２１ꎬ ６９ꎬ ３４１、 ３５０ꎬ ７０ꎬ ６７
－ ６８ꎬ ３８８.

⑨ 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２ 年的华北农村»ꎬ 王福明译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ꎮ 此外ꎬ 还

有从戏剧、 民俗、 符号学等角度对 “捉黄鬼” 的研究ꎬ 如何石妹: «从武安傩戏看中原傩的存留特征»ꎬ «河北工程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ꎻ 朱少波: «符号学角度下的河北武安 “捉鬼” 傩俗———以固义村 “捉黄鬼”
和白府村 “拉死鬼” 为研究个案»ꎬ 硕士论文ꎬ 中国海洋大学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等ꎮ

⑩ Ｈｅｌｅｎ Ｓｉｕꎬ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ｒｏｓ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ｎｏ􀆰 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７４ － １８８.

􀃊􀁉􀁓 􀃊􀁉􀁕 􀃊􀁉􀁗 􀃊􀁋􀁘 􀃊􀁌􀁙 􀃊􀁍􀁒 􀃊􀁍􀁓 􀃊􀁎􀁙 􀃊􀁐􀁖 费孝通: «乡土中国»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３、 １９ － ２６、 ８５、 １０３ － １０４、
１１５、 ２３ － ２４、 ２３ － ２４、 １２８、 １２５ － １３０ 页ꎮ

􀃊􀁉􀁔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Ｋ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ｇ Ｌｉｕ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２ ꎬ Ｌａｔｅ Ｃｈ􀆳ｉｎｇꎬ １８００ － １９１１ꎬ Ｐａｒｔ 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５７６ － ５８０.

􀃊􀁉􀁖 费孝通: «乡土中国»ꎬ 第 ８５ 页ꎮ 费孝通在书中 “礼治秩序” 一节中将 “传统” 定义为 “社会所积累的经验”ꎬ “维
持礼的规范”ꎬ 这些 “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ꎬ 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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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需要”ꎮ
􀃊􀁉􀁘 对此ꎬ 欧大年 (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Ｏｖｅｒｍｙｅｒ) 认为ꎬ “研究这些民间信仰的早期状况和后来发展之间的联系可能要依赖地方口

头流传的传统”ꎬ 具体见范丽珠、 欧大年: «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ꎬ 第 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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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夏兆丰等纂: 乾隆 «武安县志»ꎬ 清乾隆四年刊本ꎬ 卷 ３ꎬ 卷 １０ꎬ 卷 ３ꎬ 卷 ６ꎮ
􀃊􀁊􀁒 􀃊􀁊􀁓 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ꎬ １８４５ － １９４５»ꎬ 池子华、 刘平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９９ 页ꎮ
􀃊􀁊􀁔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ꎬ 地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ꎬ 通常是以血缘关系来团结社群各分子ꎮ 具体见费孝

通: «乡土中国»ꎬ 第 １１８ 页ꎮ
􀃊􀁊􀁕 朱士嘉: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 特征及其史料价值»ꎬ «史学史资料» 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 页ꎮ
􀃊􀁊􀁖 与之相类似的例子出现在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关于邯郸圣井岗的研究中ꎮ 圣井岗的龙神庙原本不为正祀ꎬ 直至其在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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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４、 １２０ － １２１ 页ꎮ
􀃊􀁋􀁗 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来说ꎬ 权力存在于不同社会团体或者阶层间的主从关系之中ꎬ 即在上者用权力去支配、 命令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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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ꎬ 即使是宗族势力较强的村庄ꎬ 其村内的权力结构较南方宗族型村落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杜赞奇: «文化、 权

力与国家: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２ 的华北农村»ꎬ 第 ８１ － ８２ 页ꎮ
􀃊􀁌􀁘 张渠: «粤东闻见录»ꎬ 程明校点ꎬ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４９ 页ꎮ 转引自科大卫: «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ꎬ 卜永坚译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２９ 页ꎮ
􀃊􀁌􀁚 费孝通: «乡土中国»ꎬ 第 ２３ － ２４、 ８４ － ８５ 页ꎻ 杜学德: «武安傩戏»ꎬ 第 ５２ 页ꎮ
􀃊􀁍􀁔 杜学德: «武安傩戏»ꎬ 第 １０８ － 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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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ａｎｇ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２７８ꎻ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ꎬ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Ｉｒｏｎꎬ Ｗｉｄｏｗｓ ｔｏ Ｗａｒｌ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ａｎ Ｒａｉｎ Ｓｈｒｉｎ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６３.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ꎬ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Ｉｒｏｎꎬ Ｗｉｄｏｗｓ ｔｏ Ｗａｒｌ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ａｎ Ｒａｉｎ Ｓｈｒｉｎ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ｐ􀆰 ９３ － ９４.
􀃊􀁎􀁘 Ｙａｎｇ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４５ꎻ 费孝通: «乡土中国»ꎬ 第 ８５ － ８６ 页ꎮ
􀃊􀁎􀁚 费孝通: «乡土中国»ꎬ 第 １２８ － １２９、 １３７ － １３８ 页ꎮ 之所以说其产生了断裂性ꎬ 是指这种寓意与相关宗教活动出现的

本身并没有产生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必然关联ꎬ 而是为了满足主观某欲望或目的而出现的ꎮ
􀃊􀁎􀁛 与之类似的情况ꎬ 发生在民国时期对圣井岗的崇拜之上ꎮ 到了民国时期ꎬ 官方越来越少提及圣井岗在祈雨方面的神

迹ꎬ 并弱化了传统帝国时期统治者的德行对于神迹的影响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ꎬ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Ｉｒｏｎꎬ Ｗｉｄｏｗｓ ｔｏ Ｗａｒｌｏｒｄ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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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ａｎｇ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３８９ꎻ 比如在高默波笔下ꎬ 即使在 “文革” 期间ꎬ 其所在的高家庄依然举行了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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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笔者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对 “阎王” 扮演者李姓村民的采访ꎬ 其称在小时候父辈曾经停止举行这个活动ꎬ 彼时其

听父辈提及ꎬ 村内的几个平时供村民崇拜的庙宇也都受到影响被关闭ꎮ
􀃊􀁏􀁚 根据笔者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对固义村的采访ꎬ 其中一位嫁入固义村的媳妇说ꎬ 活动并不总是三年举行一次ꎬ 在其嫁进来

的期间ꎬ 有时即使没到三年也会被要求举办ꎮ 同时ꎬ 保存活动面具的社首大部分时间会与孩子一起生活在邯郸市ꎬ
只有过年过节或者举办活动时才回村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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